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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腰坑葬及其族属研

洪德善 （桂林博物馆）

摘要：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腰坑葬俗经历了由出现到兴盛再到消失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岭南腰坑葬的分布区域、基本特征、典型器物等的研究，认为腰坑葬俗在岭南地
区的盛行期在秦到西汉初期。盛行的主要原因是汉、越两种文化的冲突过程中，岭南越文化
的凸显。腰坑葬的族属为西瓯，并认为南越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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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与广西历史上合称岭南，又称岭表、岭
外。大庾、骑田、都庞、萌渚、越城五岭，统称
南岭，横亘于两广与江西、湖南之间，是长江、
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两广南临浩瀚的南海，
西接云贵高原，东连闽西南山地，地势北高南

低，地形复杂，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境内河流众
多，西江、北江、东江汇合后称为珠江，是境内
最主要的河流，绝大部分属于珠江水系。相对独
立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随着考

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岭南土著文化的面貌已日渐

清晰，但它们属于历史上哪些民族所创造，因史

载不详，古时就已讼争难决，今人亦无定论。本
文拟从岭南腰坑葬俗入手，探寻战国秦汉时期岭

南部分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

一、腰坑葬的分布

在问题展开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给腰坑一个

概念上的界定。因为正如杨华先生所指出的那
样，在早年的考古工作中，这种奇特的丧葬习俗

并没有引起部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因而对“腰
坑”这种现象的定名也不同，甚至于根本没有采
集这方面的信息［1］。中国大百科全书对腰坑的解
释为：“（商代） 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
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

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2］。但从目前所出土
的考古材料来看，无论是其形制、坑的数量还是
内置何物皆因时代或地域不同而各异，这一定义

已不够准确全面了。参考杨华先生的论著，我们
这样定义：腰坑的埋葬方法是在墓坑底部再挖一

个或数个坑，坑内有的置瓮棺，有的殉人，有的

殉狗等动物，有的放置一些随葬品及其它物品。
根据这一定义和本人所能够掌握的资料，目

前岭南地区所见有腰坑的墓葬已超过 160 座，这

其中大部分在墓葬发掘时就已经认识和注意到了

这种特殊的丧葬习俗，但也有小部分在墓葬发掘

时并没有意识到墓底的坑属腰坑，如四会鸟旦山

战国墓发掘报告提到在墓坑底部挖有一长方形小

坑掩埋陶罐［3］；广东博罗横岭山有 11 座墓底有

“底坑”，2座有玉石类随葬品，其它未见器物［4］；
广西岑溪糯垌胜塘顶有 3 座墓墓底有一条“腰
沟”，内置陶罐 4 个或 2 个，另 1 座有“3 个类
似腰坑状的坑”，其中一个内置 1 件陶罐［5］。现
在看来，这些都可算作腰坑。岭南腰坑葬的具体
分布地点及其简略情况见图一及表一：

从图一和表一，我们可以看到岭南腰坑分布

的地域范围：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也是岭南腰

坑墓最东的地点是在博罗横岭山；最西的地点是

贵港罗泊湾，也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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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有腰坑的墓葬，且形制复杂，既有殉葬坑，

也有器物坑；最南的地点在云开大山、云雾山以
北的罗定背夫山；最北的地点临近五岭，在广西

境内为桂林灵川马山，在广东境内为乐昌对面

山，而以西江及其支流两岸附近地区最为集中。
其分布的地理范围大致在五岭以南，青云山、九
连山以东，云开大山、云雾山以北，柳江以东，
郁江下游至西江流域。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腰
坑分布区。

二、腰坑葬基本特征

岭南地区的腰坑葬与其它地区的腰坑葬有相

似性，但在墓地选择、墓葬形制、腰坑形制及坑
内情况、随葬器物等方面又有其自身特点。
（一） 墓地选择。依据考古资料来看，至少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埋葬死

者的场所，形成墓葬比较集中的墓地。而墓地的
选择与当时人们的意识和丧葬习俗有密切的关

系，因而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岭南地区有腰坑葬
俗的墓地有的只是发现单独一座墓葬，但多数地

点都是较大规模的墓地。这些墓地大都选择在江
河附近的山岗较为平缓的土坡地带，至少一面地

势比较开阔，讲究背山面水。如平乐银山岭墓
地，地处都庞岭的南侧，海拔 397 米，墓地在西

北麓，处于海拔 170 至 230 米之间，附近冈峦起

伏，土岭石山之间也有较开阔的平地，有燕水和

同安河自南向北流过［6］。又如乐昌对面山墓地，
地处一处高约 30~40 米的低丘陵山地。西北距武
江南岸的洲子秦汉城址仅 1 公里。墓葬主要分布
在东西长 400、南北宽 250 米，东西相连的两座
山岗的半山腰以上，东部较多，西部较少。墓葬
顺山势而建，多数向东或向南，少数向北或向

西［7］。其它墓地大都属此类情形，不再赘述。至
于墓地与居址的关系因目前发掘的居址较少而无

法展开系统的研究。
（二） 墓葬形制。从现在掌握的考古材料，
战国秦汉时期，岭南的墓葬类别主要流行土坑

墓、砖室墓，还有一些地区在一段时期内流行石
室墓。砖室墓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岭南地区一
般在东汉才流行起来，西汉后期都还很少见到。
石室墓只在东汉后期才出现，地域性特点很强。
大体上来看，岭南地区腰坑墓的时代从春秋到两

汉时期，只见于土坑墓，其余类别的墓如砖室

墓、石室墓中都未曾见有。在此，我们将腰坑葬
分为广西和广东两个区域来探讨其墓

葬形制。
广西范围内：平乐银山岭共发掘

战国（发掘报告定为战国的 110 座墓

的时代目前有争议，先依此说，下文

再做讨论） 到东汉的墓葬 155 座。其
中战国墓 110 座，西汉前期 13 座，

西汉后期 20 座，东汉前期 12 座，都

为竖穴土坑墓。其中 99 座有腰坑，
从战国到西汉后期都有出现，东汉以

后消失；6 座用卵石铺底；25 座有二

层台；13 座既有二层台又用卵石铺

底；1 座有壁龛；2 座有器物坑；23

座有墓道 ［8］。钟山张屋共发掘东汉时
期墓葬 23 座。竖穴土坑墓 21 座，石
室墓 2 座，不见砖室墓。土坑墓中 4
座有腰坑，9 座有墓道，1 座墓底铺

一层木炭［9］。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
共发掘墓葬 9 座，4 座土坑墓，5 座

砖室墓，4 座土坑墓都有腰坑，但形
图一 岭南腰坑分布示意图（图中黑色三角表示腰坑分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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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大小等有异。这 4 座墓都有斜坡墓道，墓道
底部与墓室底部之间有一级或几级台阶，平面呈

“凸”字形，墓底都铺有碎石，都有生土二层台
［10］。此墓地既有带腰坑的土坑墓又有汉文化的砖
室墓在同一墓地内共存，是难得一见的材料。且
时间上又有早晚关系，发掘简报认为“应是两个
家族墓地”。2001 年，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单位在
贺州高屋背岭西侧进行调查勘探，发现墓葬 129

座，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埋藏较深，多在 3

米以上。绝大多数无墓道，基本为东西向，密集
分布于山岗东侧向阳地带，排列整齐，似为某一

族群墓地，此地墓葬估计超过 300 座。试掘 2
座，都为无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 1 座

有二层台，另 1 座有三层台、卵石铺底、圆形腰
坑［11］。

在广东境内：乐昌对面山发掘自周秦至两汉

墓葬 191 座，属春秋时期的 6 座，仅有 2 座有腰

坑的墓葬都出在此期，战国墓 17 座，秦至西汉

初期 53 座，西汉后期 77 座，东汉前期 25 座，

东汉后期 13 座。这批墓葬除 1 座遭破坏形制不
明外，其余 190 座都为竖穴土坑墓，9 座有二层

台，有的用卵石铺底，44 座有墓道［12］。封开利
羊墩，清理 58 座墓葬，战国 30 座，西汉早期

11 座，西汉晚期 1 座，东汉墓 1 座，都为土坑

墓。其中 29 座有腰坑，是目前为止，除平乐银
山岭以外，所见腰坑最多的墓地［13］。广州西村石
头岗，《广州汉墓》共收录 1953 至 1960 年在广
州市郊清理发掘的 409 座两汉墓葬的资料。腰坑
墓 5 座，4 座出自西村石头岗，1 座出自建设大

马路建设新村。西村石头岗共出土西汉早期至东

表一

地点 墓葬
总数
腰坑墓
数量 腰坑形状 内置物品 报告推断时代 资料来源

广西平乐银山岭 155 99 方形、长方形、圆形等瓮、盒、罐、三足盒、瓿、杯、釜 战国晚期到西汉后期
《考古学报》，1978 年第 2期

《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期

广西贵港罗泊湾 2 2 长方形 殉人 7，坑内随葬
品丰富 西汉初期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

物出版社，1988 年

广西灵川马山 7 6 圆形 罐、瓿 战国到西汉 《广西考古文集》 228 页

广西贺州高屋背岭 2 1 圆形 瓮 战国中晚期 《广西考古文集》 259 页

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 9 4 3 墓沟状，1墓有 3坑 罐 东汉早期 《广西考古文集第二集》 285
页。

广西岑溪花果山 14 13 圆形，其中 1墓有 2个 瓮、罐、碗、钵 战国晚期 《广西考古文集》 213 页

广西钟山县张屋 23 4 圆形 瓮 东汉前中期 《考古》，1998 年第 11 期

广州市（西村石头岗、建
设新村） 5 圆形 瓮 西汉初期 《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广东封开利羊墩 41 29 圆形、大方形、圆角方形 瓮、罐 战国到西汉初 《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
省地图出版社，1998 年

广东广宁县铜鼓岗 22 3 M16 方形腰坑，其余不明 瓮 战国晚期 《考古学辑集刊》第1集，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广东广宁龙嘴岗 9 1 圆形 无 战国晚期 《考古》 1998 年第 7期

广东乐昌市对面山 191 2 1 圆形，1不明 1墓为瓮，另 1不
清 春秋 《考古》 2000 年 6 期

广东四会鸟旦山 1 1 形方 陶罐 战国早期 《考古》 1975 年 2 期

广东德庆 1 1 近圆形 陶匏壶 战国 《文物》 1973 年 9 期

广东肇庆北岭松山 1 1 圆形 不明 战国晚期 《文物》 1974 年 11 期

广东罗定背夫山 1 1 圆形 瓮 战国早期 《考古》 1986 年 3 期

广东四会高地园 2 1 方形 匏壶 战国早中期 《考古》 1985 年 4 期

博罗横岭山 302 11 方形、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 砺石、玉管 西周早期到春秋
《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
墓地 2000 年发掘报告》，科
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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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前期的墓葬 23 座，除 1 座为砖室墓，1 座形

制不明外，余皆为土坑墓［14］。博罗横岭山，共发
掘商周时期墓葬 302 座，墓向大致与山岗等高线

的切线一致，顺着山坡分布，与南朝以后墓葬头

向高处，脚向低处有别。其中有底坑（腰坑） 的
11 座，有二层台的 18 座，有壁龛的 2 座。有腰
坑的墓葬时代为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而 17 座

商晚期的墓都无腰坑。而且此墓地碎物葬习俗较
为明显，一些陶瓷器特别是体形较大的瓮、罐、
簋、瓿等葬入时多数被有意打碎，打碎的陶瓷器
有集中放置的，也有散乱埋入的［15］。
由以上材料可以发现当地民族流行土葬，都

为竖穴土坑墓，似有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

特点，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时期一直延续本民族的

丧葬习俗。
（三） 腰坑形制及坑内情况。岭南地区所见
腰坑的形制与中原地区相比是比较多样的，有圆

形，（长） 方形、圆角方形、椭圆形、菱形、不
规则形等几种。以圆形和（长） 方形居多，一般
规模都不大，以能放置 1 件陶器为适，长宽或直

径不超过 1 米。但也有比较特殊的，如广西岑溪
市糯垌镇胜塘顶东汉墓的长方形腰坑长度都超过

2 米。再有就是罗泊湾 2 座汉墓的腰坑形制更为
特殊。M1 的 7 个殉人腰坑长在 3 米左右，2 个
器物坑长接近 2 米。M2 的 1 个殉人腰坑却要小
得多，长只有 1.42 米。类似罗泊湾 M1 有多个腰
坑的现象还见于广西岑溪市糯垌镇胜塘顶 M7，

墓底中部有三个腰坑，口径 0.24—0.38 米；岑溪
花果山 M5 墓底挖两个圆形腰坑，博罗横岭山

M047 墓底有 3个不规则形腰坑。
岭南地区腰坑内以放置 1 件陶器为主，与中

原地区普遍殉人、埋狗习俗不同。器形有瓮、
罐、碗、钵、盒、三足盒、杯、瓿、釜、匏壶
等。但也有几种例外：一是空无一物，如博罗横
岭山大多如此；一是放置多件陶器，广西岑溪市

糯垌镇胜塘顶 M2、M3 都内置 4 件、M5 内置 2
件陶罐；一是不见陶器，而见砺石、玉管，分别
为博罗横岭山 M213、M238；一是明显是器物
坑，内置器物以青铜器为主，如罗泊湾 M1 的 2

个器物坑，内置铜鼓、铜筩等青铜器；最后一种
比较极端的，就是坑内殉人，罗泊湾 M1 殉 7

人、M2 殉 1 人。

（四） 随葬器物特征。通过半个多世纪考古
工作，已基本弄清了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土著文化

的一些共同面貌。典型越文化的特征，如印纹陶
较多并在陶器上刻划符号，陶器器形多见瓿、联
罐、盒、三足盒、提筩等；青铜器如盘口撇足的
越式鼎以及型式多样的钺、刮刀、铜鼓、羊角钮
钟、人首柱形器等。但越文化分布的范围很广，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
姓”，不同的支系，有各自相对独特的文化。下
面我们着重考察腰坑墓分布区的独特青铜文化。
大量与中原文化风格不同的青铜钺是越文化

的典型器物之一。李龙章将岭南的青铜钺分为七
个类型。即风字形（A型）、扇形（B型）、双肩
铲形（C 型）、凸字形（D 型）、重肩凸字形（E
型）、圆头形（F型） 和靴形（G型）。这几种青
铜钺又有相对集中的分布区域，在腰坑葬俗区域

内，主要出土有 B型扇形钺、C 型双肩铲形钺和
E型重肩凸字形钺［16］。
人首柱形器也是这一区域的典型器物。岭南
地区在平乐银山岭 （6 件）、恭城秧家 （2 件）、
贺县龙中（3 件）、贺州高屋背岭（4 件）、象州
下那槽（1 件）、肇庆松山（4 件）、怀集拦马山
（4 件）、四会高地园 （2 件）、四会鸟旦山 （4
件）、罗定南门垌（4 件）、罗定背夫山（4 件）、
清远马头岗（4 件）、岑溪凤根山（2 件） 13 个
地点共出土人首柱形器 44 件［17］，其分布区域与

腰坑葬分布区域基本重合，其它地区尚未见到，

无疑是这一区域独特的文化现象。蒋廷瑜先生对
铜人首柱形器的作用进行了考证，其说可从［18］。
盘口鼎也被认为是这一地区典型的器物之

一［19］。李龙章把此类鼎定为岭南的 D型鼎，认
为是最具岭南特色的越式鼎，并统计岭南共出土

67 件，除 1 件出自宾阳韦坡、1 件出自揭阳面头
岭，余 65 件都出自腰坑葬俗分布区域内。就全
国范围来看，也仅在湖南衡阳胡家港春秋墓出土

1件与此型鼎近似［20］。
竹叶（柳叶） 形刮刀也是这一区域典型的越

文化器物之一。有些刮刀如罗定背夫山 1∶27、
广宁龙嘴岗 M11∶6 等饰有“王”字形符号，亦
见于罗定背夫山 2 件人首柱形器及四会鸟旦山、
德庆落雁山、广宁铜鼓岗等地的青铜矛、青铜钺
等器物上，也是极具地方特色的。

岭南腰坑葬及其族属研究

66



四川文物 2010年第 4期

由此可见，这一区域内有着较为独特、稳定
的丧葬习俗和独特的青铜文化，应是历史上同一

个族群活动的范围。

三、来源、盛行时代及原因

关于岭南腰坑葬的来源、盛行时代及原因，
已有学者论及，在此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岭南腰坑的来源。岭南地区所见最早
的腰坑是在博罗横岭山，也是目前岭南所见腰坑

最东面的地点，出现于西周早期到春秋时期的

11 座墓葬，但这批同一墓地的腰坑形制不统一，

坑内情形都与后期的腰坑不同，似显得比较原始

而无规律可寻，只有 2 座腰坑内发现有随葬品：

M213 出砺石 1 件、M238 出玉管 2 件。其余 9 座
未见随葬品，不排除与中原商周时期腰坑相似，

殉葬动物之类，由于墓地埋藏环境为酸性土壤的

氧化环境，腐蚀性强，有机质难以保存，葬具、
骨骸未被发现，葬具、葬式都不明［21］，如是殉葬
动物之类，亦可能腐朽无存。它是否与中原及岭
南战国以后的腰坑葬俗有联系因资料太少而无法

确定，尚有待于更多的考古材料的发现，在此暂

不把它纳入我们的讨论。就目前的材料来分析，
从腰坑形制、坑内多放置一件陶器的做法，以及
岭南越文化与岭北越文化显示有较密切的关系，

有学者提出岭南腰坑葬俗是由两湖地区南传两广

的观点［22］是较为可信的。但再往前溯及其源头，
认为腰坑葬俗来自殷周则值得商榷。据杨华研究
认为，腰坑葬俗最早应起源于南方地区，具体地

点在两湖北部及西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腰坑

内置一瓮棺，葬具为罐或釜，瓮棺内葬一婴儿或

一鱼，最初与某种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尔后对中
原华夏民族产生过强烈影响，殷周之时在黄河流

域盛行，但其腰坑性质改变，盛行殉人之风、殉
狗之俗，春秋战国时期趋向衰落，战国以后，黄

河流域腰坑葬俗基本消失。随着殷周势力的扩
张，这种中原化的葬俗又曾影响到两湖地区，一

些殷周时期的腰坑亦有殉葬动物的［23］。但南方地
区腰坑葬俗由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以至

秦汉或更晚都在延续，应为一脉相承，其性质和

用途在商周时虽受到过中原的影响，但总体来

看，与中原地区仍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岭南地区
的腰坑葬俗在腰坑形制、坑内情形与湖南桃江腰

子仑春秋墓［24］、资兴旧市战国墓［25］中带腰坑的
墓葬都比较接近，而与中原腰坑葬俗差别较大，

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岭南腰坑葬俗是直接由两湖

地区主要是湖南地区传来，而并非殷周之俗渐次

南传，与文化传播的滞后性没有关系。
（二） 盛行时代。从以上统计的材料，根据
各发掘报告或简报的时代推断，岭南地区腰坑葬

最早的到西周早期，最晚到东汉早中期。其盛行
的时代有学者认为是在战国中晚期［26］。从各发掘
报告或简报所推定的时代来看，确实是在这一阶

段。但随着考古出土的材料日渐丰富，岭南地区
可供参照对比的断代系统逐步建立，对上个世纪

70~80 年代以来发表的一批墓葬材料的断代不断

有学者提出新的看法。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年
代的重新探讨则是岭南先秦至秦汉之际的墓葬年

代再探讨的重心之一，因为这是岭南地区公布相

对较早、数量较大的一批墓葬材料，资料发表以
后又成为岭南地区墓葬断代的重要参照标尺，准

确判断它的时代对岭南地区战国秦汉时代墓葬年

代序列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大都
认为其时代应在秦到西汉前期［27］。综合各家意
见，结合大多数墓葬以铁制生产工具为随葬品和

历史文献的记载，笔者认为平乐银山岭墓群中原

定为战国时代的墓葬应改断在秦至西汉初期是较

为符合实际［28］。银山岭战国墓的时代推后了，以
它为参照的墓葬断代怎么处理呢？会不会引发

“多米诺”效应？笔者认为尚需谨慎对待，在展
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再做结论，把所有有关墓

葬的时代都往后推显然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

法。但我们把岭南最集中、数量最多的一批腰坑
墓葬的年代弄清以后，腰坑葬俗在岭南的盛行时

代也就解决了，那就是秦到西汉初期。
（三） 盛行原因。腰坑葬俗的兴盛与岭南土
著越人社会的发展及此种葬俗的性质密切相关，

这是颇有见地的［29］。此外，弄清了腰坑葬俗盛行
的大致时代，为我们解决其盛行原因奠定了一个

新的基础。因为不管是任何历史事件还是思想意
识都无法脱离时代背景的制约和影响。笔者认
为，岭南腰坑葬的盛行很有可能是秦平岭南时，

中原文化的大规模南下，汉、越文化激烈冲突，
越文化在短期内凸显的表现之一。在长期研究中
华大一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的研究者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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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文化的融合，而忽视文化的冲突与对抗的研

究，这是有失偏颇的。令人欣慰的是近年已有学
者注意到了这方面的缺失，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发

表。如有学者提出秦文化具有容纳性、功利性、
外倾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其在推行过程中与区域

文化形成过激烈的对抗［30］。秦平岭南的军事、政
治行动，实际上是秦文化南下岭南，凭借其强势

对岭南文化实行强制性文化变迁的过程，也就是

人类学家所称的“涵化”过程。土著民族对外来
强加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反应，一种是迁移到更边

远的地区；另一种是如果在面对强大的外部统治

的时候能够依然坚持自己的一些传统，那么其结

果可能是融合；还有一种对压制性变迁的常见反

应是排拒，即变迁过程十分迅速，以至于许多人

不能接受这种变迁，其结果会造成排拒、反抗或
复兴［31］。秦军的大举南下包括其军事、政治和文
化行为导致岭南越文化复兴的反涵化斗争兴起，

腰坑葬俗盛行很有可能就是岭南越文化排拒、反
抗秦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岭南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有着较

为独特的自然环境：既多丘陵山地、河流纵横，
又面临大海。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秦汉以前居
住于此的人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

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每个种族和真正的
民族单位，都认为自己优于其它民族，并认为自

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一个人一旦完全习惯于
自己故乡的文化，就很难抛弃对它的忠诚。如果
出现危机，他就会起而站在自己祖先的文化一

边”［32］。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史籍记载秦平岭南
过程中遭遇西瓯时西瓯族为何奋起反抗、让秦军
损失惨重了。也可以理解面对强势文化的压制，
腰坑葬俗在岭南流行是越文化复兴的表现了。

四、族属探讨

岭南腰坑葬俗分布区域为古代百越民族的活

动区域在学界已成为共识，如前面论及，岭南腰

坑葬俗来自于两湖地区，亦即楚地，而楚地的腰

坑墓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与岭南腰坑墓相近似，资

兴战国墓中的 IV 类器物组合墓，墓葬形制与银

山岭相似，3 座有腰坑，陶器组合未形成固定的

形式，礼器少，以实用生活用具为主，与另外 I、
II、III 类器物组合墓有明显的差别，应是百越文

化的葬俗，这类墓葬是楚国的越人墓［33］。西汉前
期的 A 类墓仍然沿袭这一葬俗，墓葬形制虽已

不见腰坑，但都是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器

物有罐、杯、三足盒、小盒、纺轮、越式鼎等，
少见陶礼器，其墓主应是越人的后裔［34］。广州汉
墓西汉前期墓葬的第一类器物组合的墓葬 54 座，

5 座有腰坑，墓葬形制、随葬器物与第二类器物
组合的汉文化墓葬有明显的差异，而与平乐银山

岭、资兴西汉 A类相似。这种差异“应属于民族
风习在葬仪上的反映，这类墓的墓主应是当地的

土著民族，……即南越人”［35］。自东周以来，
“湘南、桂东、粤西一带的发现看，这种带腰坑
的狭长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放置缺乏一定规律

的特点，应是这一区域古越族的一种葬俗”［36］。
但在岭南腰坑葬俗分布区域，其具体族属仍是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论及岭南腰坑分布区的族属时，目前学界

有两种主要倾向。一是认为非单一族属，多数学
者分为西瓯与南越两支。罗香林先生认为今广西
柳江以东，湖南衡阳西南，下至今苍梧封川，北

达今黔桂界上为西瓯居地，与骆越同为百越不同

的分支。南越为扬越之一部分，以其地为扬越南
部，故称南越，南越曾建立大国，即秦汉之际的

南越国［37］。蒙文通先生认为西瓯、骆越为二族，
汉代郁林、苍梧、合浦三郡皆西瓯之地，苍梧为
西瓯的核心区，赵佗在此建苍梧国，汉平南越因

之置苍梧郡，苍梧即古之西瓯。并认为西瓯与南
越毗邻，习俗略同，但语言不同，似为二族［38］。
当代民族史著作多从此说［39］。另一种倾向认为是
单一族属。一说为“苍梧”。陆明天认为，西瓯、
骆越系同族异称，分布于桂南、粤南及交趾地
区。桂东北、粤中、粤北为同一文化区，其族名
为苍梧，南越不是族称，而是一个政治实体名

称［40］。一说为“西越”。王和平认为与东瓯相对
举，称西越较贴切［41］。
也有不少学者专门探讨过桂东北地区先秦至

秦汉时期的民族，除西瓯说较为流行外，也有学

者提出骆越说，如覃彩銮认为桂东北等地及桂西

南等地的文化都是骆越人创造［42］。另有瓯骆说，
如覃圣敏认为，在先秦时期，瓯与骆原是两支不

同的越人，西瓯在北，骆越在南。在秦朝时，两
支越人为了共同抵抗秦军而结成联盟，因而有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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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之称［43］。对于西瓯与骆越到底是同族异称，还
是不同的二族，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不

展开论述，同时也感到无需再作讨论，因为蒋廷

瑜先生对这个问题已做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44］。
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民族的关系，有研究

者认为，某一古代民族与一定的考古学文化若在

文化特点上具有共同性、地域分布上相同、历史
年代一致此三方面吻合的情况下，认定这种考古

学文化即此民族之遗存，是可以成立的［45］。对民
族最容易和最适用的分类法就是根据他们的地理

位置和文化进行分类［46］。在同一文化区域内，只
可能有一个主要民族。本人倾向于岭南腰坑分布
区为单一民族说，但到底是哪一支古代民族呢？

不是苍梧。对苍梧族一说，有学者根据史籍
已对其做了充分的辩驳［47］，在此不做重复，而是

据新的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做一些补充。2002
年，在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出土秦代简牍 36000 余

枚，共 10 多万字［48］。对这批秦简的研究已取得
不少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关于苍梧郡的始设朝

代及其地望。王焕林研究后认为，苍梧郡始建于
秦是没有疑问的，其建置最迟不会晚于始皇廿七

年（公元前 220 年）。并且秦汉两朝的苍梧郡舆
地差异极大。汉苍梧郡辖地大多在今广西、广东
境内，秦苍梧郡属县多在今湖南境内，郡治在零

陵即今湖南永州。因而所谓的楚“南平百越”、
“有洞庭、苍梧”其地实际上大都未逾五岭［49］。
那么三代时的“仓吾”更是相去甚远了， 《史
记·五帝本纪》载“（舜） 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
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其所涉及的山名、地名应与广西境内之苍梧无直
接关系，所谓郡以山名、族以山名，桂东、粤
中、粤北为先秦时期苍梧族地是值得商榷的。
西越之称不准确。王和平根据郭璞《山海经

注》 曰：“郁林郡为西瓯”和 《太平御览》 卷
171 引《郡国志》作“西越”，认为西瓯是越人
的一个组成部分，“西越”与“东越”相对而
言，称“西越”比称“西瓯”更贴切［50］。仅根据
一处文献记载将其定名为西越，证据显得不足，

西越一称似为泛称，不能确指，谈不上贴切。而
同时代的史籍和其后的史籍当中多见有“西瓯”
一称，并有相对确定的地理分布区域的记载，应

更为准确。

不是南越。“南越”非族称［51］，此说甚是。
考“南越”一称，最早见于 《史记·南越列传》
“南越王尉佗”、“自立为南越武王”，由此可见，
“南越”从一开始就是做为一个政治概念出现的。
因而多数学者认为南越既是国名，又是族称［52］。
国以族名，近现代民族国家常见，古代历史上也

不乏其例。但南越国是南下的中原人建立的，而
不是少数民族自己建立的政权，其国名是越化

的，而其政权的实质是汉式的。不加分析的将国
名与族名等同起来，由此称其境内的土著民族为

南越，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民族不是一个国
家，而是一个文化实体；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

语言，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有着共同的习惯，共

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53］。前文我们已经分析
了腰坑葬俗分布有相对固定的区域，生活着有共

同文化的人们群体，那么他们具备了为同一个民

族的基本条件，在讨论其族称时，我们不能将其

割裂开来。这个民族不称做南越，而是西瓯。
为何是西瓯呢？有确凿充分的历史文献可

考。自汉以后，历代文献多有记载。在此我们重
点考察两汉时期史籍文献的记载，因所记当代或

前一朝之事，应是较为准确可靠的。西汉的司马
迁在《史记》中载：“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
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

王”［54］。东汉班固在《汉书》中亦有类似记载：
“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众半裸，南
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

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55］。蒋廷瑜先生据
此认为，其意为南越之西有西瓯，方位明确。西
汉南越国是以番禺（今广州） 为都城，以秦之南

海郡为基地，并囊括了桂林郡和象郡，占有今广

西、广东和越南北部，所谓南越之西，应该是在
今广西境内［56］。这样理解，初看是没有问题的，
但细细研读起来，还是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南越
之西，以“南越”做为原点，依据何在呢？上面
所引两句话中都没有明确提到，那完全就是后人

理解，这理解就可能有误。另外，“南越”到底
做何解呢？国名还是族名？模糊不清，隐约让我

们感到是“南海郡”。下面谈谈我对《史记》和
《汉书》 中的这两句话的理解，如有不妥之处，
望方家批评指正。这两句话的核心是“称王”，
是赵佗面见汉使陆贾时担心大汉朝因其私自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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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师问罪所做的辩解。《史记》中的那句话谈及
南方百越几个支系分布方位时，是有原点的，那

就是“蛮夷”，其意为“蛮夷”居中，其东的闽
越称王了，其西的瓯骆裸国也称王了。老臣也就
妄窃帝号，聊以自娱。《汉书》中的那一句话与
《史记》中的话表达上略有不同，没有设定原点，
但所表达的意思却大致相同的。其意大致为：南
方的蛮夷当中，西面有西瓯，东面有闽越，西北

面有长沙，都称王了，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

自娱。 《史记》 中一句说东西方向有“蛮夷”、
“闽越”、“瓯骆”三个族称，而《汉书》中一句
说东西方向只有“西瓯”、“闽越”二个族称，
为何还说其一大体一致呢。那就要弄清“蛮夷”
是什么意思。
“蛮夷”何指呢？两句话中的“蛮夷”所指
是截然相反的。前者是指赵佗之辈。何以见得
呢？西汉孝文帝时，遣陆贾使南越，陆贾至南

越，王（赵佗） 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
老夫臣佗”［57］，很明显此“蛮夷”乃赵佗谦卑自
称，此其一；其二，赵佗本“中国人”，在百越
之地建立统治，入乡随俗，“弃冠带”“魋结箕
倨”是其统治的策略，自称“蛮夷”也就可以理
解。后者是指南方未开化的民族，西北长沙其
“半蛮夷”，“半”者指开化程度而言，其意为长
沙地是“半蛮夷、半开化”地区。弄清了这两句
话的语义，岭南民族的分布也就比较清楚了。
“蛮夷”居中，此蛮夷即为赵佗之辈，其所居之
地就应该是番禺（今广州） 及其附近地区。其西
的西瓯就应该是在广州以西，那就不仅是今广西

境内了。同时南方蛮夷的几支大致分布方位说得
很清楚了：南方西部是西瓯（瓯骆），东部是闽

越，中部“蛮夷”所居实际上就是赵佗之辈，并
非为南越族。由此可见，秦汉时期，南越做为族
称是不存在的。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赵佗自
称“蛮夷”有谦卑之意。但通读其书，其间亦蕴
含咄咄逼人之气势：南方蛮夷都称王了，我也是

“蛮夷”，称个王聊以自娱，为自己开脱责任；其
众半裸之西瓯、其众数千人之闽越、半蛮夷之长
沙都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因为老夫身定百

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狂

傲之气溢于言表。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说腰坑分布区都属西瓯

族，秦平岭南的 50 万大军兵分五路：一军塞镡

成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

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58］的前三路军都

是进攻西瓯族的地区，为何前两路军遭遇西瓯的

顽强抵抗而第三路军进取番禺可谓神速呢？对于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释，一方面第三路军占有地

利，逾岭顺北江而下可直抵番禺；而进攻今广西

境内越人的秦军却要逆湘水而上，还要经陆路逾

岭方可抵达离水，粮草补给困难，军队进展受

阻。而更重要的是桂东是西瓯的核心分布区，抵
御力量强大。番禺及其附近地区已是西瓯的边缘
地带，其地非西瓯中心，其抵抗力量自然不能跟

中心地区相提并论。
以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南越国以

前并非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只是在秦平岭南
和南越国建立以后随着大批中原人的迁入才逐渐

繁荣起来。据《广州汉墓》［59］的分析统计，属南
越国时期的墓葬为 182 座，其中属越文化的只有

54 座，不到三分之一，可以推测此地人口以中

原南下的汉人为主。到了武帝平南越以后，在岭
南重划郡县，南海郡沿袭下来，其郡内户口数都

还是相对较少的（见表二），可以推断其地在先

秦时期尚不是岭南越人的活动中心区域。从当时
户口数量来判断，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南越
国以前一个是苍梧地区，另一个是交趾地区。这
可能与当时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地理环境不太适合

生产生活有关。有研究显示，至今 6000 年左右，
海平面上升至现今位置或略高，在珠江三角洲海

水入侵北达广花平原，东至东莞，华南沿海地

区，除三角洲丘陵山地以外，大部分地区被海水

淹没。此时珠江三角洲平原为约 20 米水深的浅
海环境，加之珠江水系的河流向海洋注入丰富的

营养物质，使海生生物格外繁荣，贝类和鱼类等

资源丰富，从而环珠江口新石器文化逐渐兴起。
但距今 3000 年左右时，新石器文化急剧衰落，

华南沿海地区气候环境的变迁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之一。因为距今 4000~3000 年左右，气候变凉，
季节性变化增大，暴雨增加等使珠江三角洲由浅

海环境急速过渡到河流堆积为主的沉积环境，以

捕捞海洋水产为生的先民已无法在这一区域生活

下去［61］。由此看来，在距今 3000~2000 年之间，
珠江三角洲曾有一段时间仍不太适于生产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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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岭南 7郡户口统计表 ［60］

郡名 户数 口数

南海 19613 94253

郁林 12415 71162

苍梧 24379 146160

交趾 92440 746237

合浦 15398 78980

九真 35743 166013

日南 15460 69484

活。在河流冲积平原稳定下来以后，肥沃的冲积
平原有利于水稻种植，秦汉时期水稻种植迅速扩

大，以番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才又繁荣起

来。博罗横岭山墓地的墓葬时代从商周之际到春
秋时期。春秋晚
期至战国早期随

葬品丰富的墓葬

的墓葬多发现在

西江与北江汇合

处、珠江三角洲
的西北部，而横

岭山墓地确没有

此期的延续，报

告者推测这或许

暗示着文化中心的西移［62］，联系起来看是有道理

的。西瓯的活动中心在西江及其支流漓江 （桂
江）、贺江流域，今广州一带已是其活动的东部
边缘地带，并非所谓的南越族。因而我们相信，
所谓的南越族就是西瓯族的一部分。南越一称只
是做为国名，它的提出是赵佗策略上的考虑。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岭南地区腰坑分

布区域主要是历史上的西瓯族活动的范围，南越

并非确指的族称，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当然在这
一地域内部，文化面貌也并不完全同一，细微的

差异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其文化的同一性占主

导地位，不足以影响到我们把它们视为同一古代

民族。再则，岭南地区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
单元，但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和交往始终是没有也

没办法割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都会接受一些周

边的文化，而周边的文化亦是多样性的。特别是
战国秦汉时期，楚国的开疆拓土，秦汉帝国统一

岭南的军事、政治行动和措施而导致的人口迁
移、文化渗透等等方面的因素，整个西瓯越范围
内的文化面貌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此外，关于
西瓯的族源，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主要的来
源是当地世居的土著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但

有些观点的提出，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思路。如
梁钊韬先生在《西瓯族源初探》［63］一文中，提出
西瓯族是由浙江的东瓯迁徙而来，其民族成分至

为复杂。此说提出后，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不

足为信［64］。但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发表，西瓯与
东瓯的联系似有踪迹可寻。在浙江温岭市大溪塘
山 2003 年发掘的温塘 M2 和 2006 年发掘的温塘

M1 都是东瓯国墓葬［65］。M1、M2 各出土匏壶 5
件和 1件，此种器物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宁绍和杭

嘉湖地区稀有出土，但在同时期的福建、两广地
区常见。另外两座墓出土的 3 件陶瓿亦是两广常
见的器物，似可看到西瓯与东瓯有较密切的关

系。但在东瓯建国之前，瓯（欧、沤、区） 人的
文化面貌如何，尚缺乏必要的考古学材料来加以

认识。再有，就是西瓯的西界问题，从目前的考
古学材料来看到的，大致以柳江为界，而我们在

上文也提到过，蒋廷瑜先生曾对铜人首柱形器的

用途做过考证，他的认识却是发端于广西北部、
靠近贵州的南丹白裤瑶的民族学材料，历史上这

一带是否也是西瓯族的分布范围，因桂北地区战

国秦汉时期的考古材料甚少，也是一个需长期探

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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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墓室壁画形态中的“频闪效应”

王 伟 （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摘要：相似性的连续排列是汉代墓室壁画形态结构组合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知觉

式样使观者在视觉心理上产生了“频闪效应”，进而，使得本来静止的画面富有动感。
关键词：汉代墓室壁画；形态；结构；频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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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艺术形态中的“运动”特征是有目共睹
的，宗白华在论及汉代艺术时曾说：“在汉代，
不但舞蹈、杂技等艺术十分发达，就是绘画、雕
刻，也无一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1］。高居翰
在《中国绘画史》中也提到：“汉代艺术的表现
目的似乎就是表现这种动势”［2］。李泽厚将运动、
力量、气势归结为汉代艺术的本质［3］。然而，对
这种动感产生的原因却很少有人做进一步的探讨。
毫无疑问，绘画本身并不存在物理运动，在

绘画中所见到的“动”也不是由物理力驱动的动

作。那么，汉代的绘画艺术怎么会彰显出这种动
感的共性呢？笔者认为：这种动感产生的原因有

很多，从绘画作品的形态结构上讲，主要有：线

性的结构、结构的倾斜性、对常态的偏离等，本
文所述的绘画形态的结构组合呈相似性连续排

列，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灯箱、灯泡，
还是电影、电视，看上去似乎都在运动。其实，
它们并没有发生任何的物理运动，而是相似形象

的连续变化使人明显知觉到的运动，这种一连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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